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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推动城市群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采用DEA-Tobit两步法，从投入与产出角度，横向测度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3个城市群2010－2021年高技术产业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并进行了对比分析，与此同时，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分析了影响城市群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1）横向看，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3个城市群中，京津冀在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综合效率最高，长三角和珠三角在其他两个高技术行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较高。（2）影响因素方面，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科技资源使用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科技投入的影响为负。三大城市群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小。最后，提出我国城市群高技术产业发展建议：一是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建立完整产业链条。二是深化区域高水平对外开放，转变技术引入模式。三是注重人才引育留用，为高技术产业提供人才支撑。四是加强科技金融资源整合，加大对高技术产业的资金支持。五是不断健全科技成果产出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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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promote the enhancemen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the DEA-Tobit two-step method was employed to measure the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 allocation in the high-tech industries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s from 2010 to 2021, both horizontally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put and output, an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aking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as an exampl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 allocation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were analyzed.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1) Horizontally, among the three urban agglomerations,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has the highest comprehensive efficiency in the computer and office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hile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have higher efficiency in the alloc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in the other two high-tech industries. (2) In term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taking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as an example, the level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 utilization, while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investmen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negativ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three urban agglomerations are relatively small. Finally,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tech industries in Chinese urban agglomerations are proposed: First, actively adjus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stablish a 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Second, deepen high-level regional opening up and transform the mode of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Third, focus on high-tech talents to provide talent support for high-tech industries. Fourth,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increase financial support for high-tech industries. Fifth,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evaluation system for the outpu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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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技术是经济增长重要的推动力，也是人类进步的原动力。高技术产业作为技术创新、技术扩散的重要载体，是各国在国际经济和科技竞争的重要阵地。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高技术产业凭借其自身技术知识、技术能力、政府扶持政策等条件能够创造高附加值的产品，带动相关产业迅速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更重要的是，高技术产业作为先进生产力和技术创新的代表，可以看成一个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缩影。
目前，中国高技术产业面临“外冷内暖”的局面。一方面，高技术产业发展迅速，已经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助推器和支柱，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2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4%，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3.8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投资比上年增长22.2%，高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7.1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十分严峻。全球经济正处于贸易逆全球化与核心技术封锁的双重挑战。严峻的外部环境中，高技术产业对中国发展的至关重要性逐渐凸显，而能否充分利用有限的科技资源进行高效的技术创新成为高科技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中国高度重视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1995年5月6日）明确指出国家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要把发展高技术产业摆到优先位置，在政策上给予重点扶持。2020年，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2022年，科技部印发《“十四五”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规划》，系列政策文件的出台为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但是，如果只是一味地加大研发，不仅会产生冗余，造成科技资源的浪费，还可能反过来对地方经济的发展产生抑制作用。因此，重新审视高科技产业资源配置效率，探究高科技产业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对其可持续高效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首先，本研究拟从投入产出视角，以高技术产业为例，从横向系统测度并解析长三角城市群（以下简称为“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以下简称为“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以下简称为“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的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基于数据可得性，选取医药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进行研究。通过横向的系统测度和对比，剖析三大城市群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相对优势和劣势。其次，借助Tobit回归分析方法，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分析其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最后，基于本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结合京津冀高技术产业发展实际情况，提出进一步提升京津冀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对策建议。
1   相关研究述评
[bookmark: _Hlk140658007]高技术产业是指研发投入比例高、产品附加值高、国际市场前景广阔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在统计上，中国将国民经济中研发投入比重较高的行业划分为高技术产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类《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17）》，高技术产业包括了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信息化学品制造六大类。当前，京津冀一体化大背景下，集中投入科技资源的高技术产业将成为驱动区域协同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动力。
1.1  关于城市群资源配置的相关研究
围绕科技资源配置，以城市群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相对比较有限，有代表性的如：王蓓等[1]比较了2010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整体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得出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总体由于京津冀地区的结论，该研究局限于数据较老，当时的京津冀一体化程度较低，不能反映目前京津冀地区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现状；近期，在京津冀一体化不断加强的背景下，陶富等[2]重新分析了京津冀城市群总体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苑清敏等[3]对我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2013年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状况进行了评价与分析，研究认为珠三角科技资源配置效率高于长三角，长三角科技资源配置效率高于京津冀，且城市群内部差异明显。曹玉红[4]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选取2014－2020年7年间时间跨度数据，对区域科技资源配置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基于FANP赋权求解长三角城市群各省市主要科技资源投入、产出指标的相对发展水平，进行区域间比较，以了解各区域资源配置的优劣势，并制定具有针对性的优化措施。曾鹏等[5]以我国19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并根据城市发展的集聚扩散效应和拥挤效应，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城市群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攀升数理模型等，定量分析了2010－2019年城市群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的时空演变，并对其进行模拟验证。在诸多城市群资源配置的研究中，曾鹏等人的研究，样本量更充足，时间跨度更大，覆盖面更广，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典型性和代表性。
1.2  关于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研究
科技资源是在科技活动中，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所需要的一切生产要素的总和，它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资金、劳动力和人力资本、信息资源、环境等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发生的必要条件，还包括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形成的成果[6]。这是因为科学具有继承性的特点，已有的科技成果可以作为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生产要素，再次投入下一次科技成果的再生产过程。从这一角度来看，研究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实际上就是在分析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再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和产出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科技资源配置效率高的地区或部门，有限的科技资源可以得以最大化地利用从而产出更多的科技资源，并进一步地作为生产要素投入下一步的科技成果的生产，在长期，科学继承性的特点对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放大器的作用，因此，提高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尤为重要。鉴于科技资源的稀缺性以及对国民经济长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研究如何将有限的科技资源合理配置到效率最高的领域，以及哪些因素可以提高科技资源的使用效率就成为经济学家们关心的重要问题。由于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反映了区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直接影响科技成果的产出能力，因此也是京津冀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不断提高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是持续推动京津冀深化改革创新的重要方面。
[bookmark: _Hlk140739551]在研究方法方面，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定量搞研究的主流研究方法是以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7]，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早期研究使用较多的是单纯DEA方法，刘琦[8]采用DEA方法测算分析广东省21个城市在2012－2014年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索玮岚等[9]则将DEA方法应用与高科技资源在高校则整体配置效率。后人在此方法上做了诸多改进，Wang[10]采用随机前沿方法（SFA）分析了30多个国家的创新研究效率，构建了随机前沿方法分析科技资源效率的分析框架，李红霞等[11]采用SFA模型分析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在我国不同省份的差异，Liu[12]结合SFA和DEA研究北美国家银行体系的效率。此外，还有国内外学者在简单DEA的基础上，结合Malmquist指数法（如Firsova等[13]、舒天楚等[14]）、熵权TOPSIS方法（如Rakhshan[15]）、主成分分析法（如Poldaru等[16]）不断拓展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新应用。苗玉宁等[17]则采用DEA框架体系外的综合评价方法，建立科技资源要素投入产出的综合指标评价资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还有少量学者从科技资源在产业的配置效率入手进行研究，如黄海霞等[18]研究了不同产业和同一产业内部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及原因。基于科技资源具有稀缺性的特点，科技资源合理分布才能使其得到最充分的利用，从而增加某个地区甚至一国的科技效率，从而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因此，科技资源的空间配置也是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话题。国内外有大量学者针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张燕等[19]、李成媛等[20]分别以江苏省、山东作为研究对象分析科技资源配置的效率。学者在测算分析单个省份资源配置效率以外，进一步研究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在不同省份的差异（如景保峰等[21]）和动态变化过程（如马玉林等[22]、李昊姮等[23]）。
1.3  关于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
已有研究对科技资源配置的影响因素的讨论可以归纳为宏观外部环境和微观主体行为两个方面。宏观层面上，周伟等[24]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影响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因素，发现科技资源投入、持续发展能力和配置环境对资源效率影响较大，陶富等[2]使用DEA-Malmquist模型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因素对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产生正向影响，微观层面上，舒天楚等[14]等认为先进的技术、完善的管理经验能够提高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最新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单个因素的分析，盛亚等[25]认为单个要素不会构成科技资源有效配置的必要条件，不同要素组态共同影响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段忠贤等[26]将科研机构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调整、研发机构R&D经费支出的不同组合归类为不同组态，进一步探讨不同环境以下能够促进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组态形式。研究方法上，现有文献大多采用DEA-Tobit两步法模型，即链式网络模型，分析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Tobit回归分析法是由托宾（Tobin）于1958年提出的，受限型Tobit模型适用于具有归并数据特点的被解释变量的回归分析，使用Tobit模型进行受限被解释变量的回归分析可以避免使用最小二乘法（OLS）时得到的有偏误的解释变量的系数值[27]。
当前国内关于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研究日趋完善，实证研究主要聚集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测算和分析不同省份或区域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二是通过局限于某一地区科技资源在不同产业之间的配置效率。本研究将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在空间上的变化和在高科技产业行业间的不同两个维度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具体来说，本研究将京津冀、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作对比分析，同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分析其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根据研究结果，对中国城市群高技术产业发展提出相关完善建议。
2   理论分析视角
本文基于科技体制机制创新的制度视角，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探究科技资源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揭示影响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机制。
2.1  科技资源配置系统的基本逻辑
科技资源配置系统由3个组成部分构成，分别为科技资源配置主体、科技资源配置客体以及科技资源配置机制。从科技资源配置的主体来看，该系统有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和政府四大主体。在政府的引导下，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从事科学技术知识的生产活动，成为推动科技活动的主要力量。企业主要从事应用型科技活动，根据市场需求和利润目标，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商业产品和服务；而高校和科研机构则以公共目标为导向，以非盈利性质的前提，主要从事理论型科技活动，以探索和推进科学知识的发展。尽管这三大主体在科技活动中侧重点不同，但它们的协同合作却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提高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推动因素。政府在科技资源配置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引导和管理角色。政府制定科技政策、法规和规划，降低交易成本，为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框架和方向。政府还通过扶持政策、资金支持等措施鼓励和引导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参与科技活动，是前三大主体协同配合的关键要素，也是资源配置的第四大主体。
人力、物力、信息、财力四大科技资源要素是科技资源配置主体在科技创新活动中的主要作用对象，是科技资源配置客体。科技人力资源要素是科技活动的具体实施者，最具创新性，是科技资源配置系统中最活跃的要素；科技物力资源要素技术资源和研发设施，为科技活动提供必要的支撑；科技信息资源要素包括各种科技成果、知识产权，以文献、专利等形式供应科技资源，为科技活动开展提供信息支撑；科技财力要素为科技活动赋能。
科技资源配置机制是科技资源系统主客体交互的方式和路径，具体来说，科技资源配置机制包括知识产权制度、技术转让制度、人才培养和引进等。通过建立完善的机制，科技资源配置机制可以确保科技资源得到有效利用、科技创新不断涌现、还可以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效率。市场、制度和文化是科技资源配置机制的三大主要作用方式，三大作用方式共同决定科技资源系统的主客体交互耦合，构成科技资源生产和再生产方式，同时，三大作用机制也处于不断的相互作用中——政府制定政策以关键问题分析为前提，考虑市场实际情景和不确定因素，以时空域分析为导向，与市场和文化形成相辅相成的良性互动，共同促进科技资源有效配置。此外，还有诸多外部环境因素可能影响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这些因素包括：产业结构调整、区域经济开放性，政府科技程度、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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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科技资源配置系统
2.2  科技资源配置系统的作用机制
市场、政府和文化三大作用机制有其不同的运行逻辑和特点。首先，市场机制通过能够反映供需关系的价格信号，反映科技资源客体的稀缺程度，从而引导科技资源要素流向利用效率最好的领域或行业，激励企业、高校等科技资源配置系统的主体不断创新以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在整个科技资源配置体系中起到核心作用。但是，由于知识具有正外部性的特点，科技资源领域市场失灵的问题更为严重。在产权制度不明确，信息不对称的大环境下，单纯的市场机制不能够确保科技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因此，政府调控在修正市场失灵、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一方面，政府调控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明确界定科技资源产权，促进科技资源流通更顺畅，另一方面通过干预和监管，在战略高度上进行宏观调控，确保资源要素配置有效性的同时，提高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最后，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的基础上，文化因素对市场和政府体系起到强化作用。通过价值观和信念，文化因素塑造了一个社会对创新的态度、科技资源使用方式的偏好和对科技发展的支持，从侧面促进科技资源加快研发和利用效能提升。
3   研究方法与指标体系构建
3.1  数据包络分析
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是被广泛用来测量部门、区域等生产配置效率，本文采用DEA对区域高技术产业发展进行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测度。传统的DEA模型主要包括CCR模型和BCC模型。其中，CCR模型假设企业始终处于规模报酬不变阶段，但这与企业的实际经营过程极为不符，即企业很难在最优规模下进行生产经营。之后，CCR模型得到了适当的改进，在考虑实际社会环境影响的情况下，提出了基于可变规模收益的投入导向型的BCC模型。
假设有n个决策单元，每个决策单元都有m个投入变量，并且有k个产出变量，令，，，，其中表示第j个决策单元在第i种投入上的投入量（）；表示第j个决策单元在第r种产出上的产出量（）；其中表示对第i种类型输入的一种度量即权系数；其中表示对第r种输出的一种度量系数；。第j个决策单元的效率评价指数为：

  （1）
利用这个指数可以对j0个决策单元进行效率评价，越大表明的投入产出效率较高。为了使得第j0个决策单元的效率指数最大化，以所有决策单元的效率指数为约束，因而构造CCR模型：
   （2）
式（2）中，，求最优解。若，则决策单元j0为DEA有效；若，则决策单元j0不是DEA有效。
在实际的生产运用中，并不是所有的决策单元都在最合适的规模下生产，即规模报酬在发生变动。在CCR模型中加入约束条件可得到给予规模报酬变动BCC模型：

    （3）
式（3）中，是非阿基米德无穷小量；而；为投入松弛变量，表示为达到目标效率可以减少的投入量，即非DEA有效单元的实际值和目标值之差。为产出松弛变量，表示为达到目标效率可以增加的产出量，即非DEA有效地区的目标值和实际值之差；为各单元的组合系数。若上述最优解，则该决策单元j0为DEA有效；若上述最优解，则该决策单元j0为DEA非有效。利用BCC模型得到排除规模变动影响技术效率值被称为纯技术效率值，利用CCR模型可以计算出技术效率值，这样由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进而求得规模效率值。若规模效率值为1，则表示该决策单元处于最优规模效率状态；若规模效率值小于1，则表示该决策单位未达到规模效率最优。
3.2  Tobit回归分析
Tobit回归模属于因变量受限模型的一种，而由于使用DEA方法所得效率值取值范围为[0,1]，因此符合回归方程的约束。Tobit方程的基本结构如下：
   （4）
式（4）中，属于潜变量，为观测到的因变量，为自变量且取实际观测值，为回归系数向量，为尺度参数，为随机干扰项且。若则；若则。可以证明，用极大似然法估计出Tobit模型的和是一致估计量。
基于DEA测度的资源配置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其取值范围在0到1之间，因此本文选取Tobit回归模型。Tobit模型可以避免OLS带来的误差，有效解决面板数据截断或断尾的问题。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影响因素的Tobit回归模型设定为：
   （5）
式（5）中，被解释变量为2010－2020年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为截距项；为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为随机干扰项；struc和indus、open、income、govern、educa、crste分别为产业结构调整、区域开放程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政府科技投入水平、教育发展水平六类自变量。
DEA-Tobit方法的步骤如下：第一步，进行DEA效率分析。使用DEA方法对投入产出指标的数据进行效率分析，分析所得的效率高低是由哪些因素所导致的。第二步，进行Tobit回归分析。找出可能影响效率高低的影响因素，以第一步中使用DEA方法分析得到的综合效率值作为因变量，以环境变量等影响因素为自变量，使用T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来分析影响因素对效率值的影响方向及程度。通过T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所得的回归系数，可以分析出各个外部影响因素对决策单元的影响，如果呈正相关关系，则表明外部影响因素有利于提高效率。
3.3  指标体系构建
3.3.1高技术产业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基于科技资源配置的基本理论，本文主要从科技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对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测度指标体系进行构建。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研究目标是科技资源配置过程中科技投入与产出是否达到了平衡，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本文结合已有的经典经济增长理论和高技术产业特点，在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本着科学性、针对性、数据可得性的原则建立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评价体系，投入指标从资本投入、人才投入、物力投入、政府投入等4个方面选取指标进行识别，产出指标采取与高技术产业相关的成果进行评估，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表 1   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投入指标
	资本投入
	R&D经费/万元

	
	人才投入
	R&D人员/人

	
	物力投入
	企业单位数/个

	
	政府投入
	政府资金/万元

	产出指标
	活动产出
	专利申请数量/件

	
	成果市场化
	工业总产值/亿元

	
	
	利润总额/亿元


3.3.2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
基于已有关于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研，本文选取DEA测度结果——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从产业结构调整、科技机构发展、区域开放程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政府科技投入水平、教育发展水平5个方面选取6个指标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具体测度因素以及衡量指标如表2所示。﻿
表 2   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
	测度因素
	变量
表示
	具体指标

	科技资源配置效率
	crste
	科技资源配置综合效率

	产业结构调整
	struc
	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

	
	indus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

	区域开放程度
	open
	进出口总额占GDP比例(%)

	政府科技投入水平
	govern
	政府科技投入占政府财政支出比例(%)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income
	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

	教育发展水平
	students
	﻿万人高等院校在校人数


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数据情况，选取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和医药制造这4个细分类别作为高技术产业的代表进行研究，分析不同区域在高技术产业内部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情况，其中2017年数据缺失，故本研究的实际样本期间为2010－2016和2018－2021。鉴于科技投入和科技产出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本文设定1年的滞后期，即投入指标均采用当年的数据，产出指标选用次年的数据。
4   实证分析
4.1  数据统计分析
通过对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3个地区2010－2021年四大高技术行业企业数量、企业营业收入、利润总额、R&D人员、R&D经费内部支出、R&D经费外部支出、专利申请数量、有效发明专利数、新产品开发项目数、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新产品销售收入11项指标进行数据统计，结果见表3。可以发现3个地区的四大高技术行业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相应指标数据相比于其他3个行业均具有显著优势。
表 3   2010－2021年中国三大城市群四大高技术行业各相关指标结果
	地区
	指标名称及单位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京津冀
	有R&D活动的企业数/个
	411
	57
	367
	367

	
	营业收入/万元
	7 404
	1 281
	1 139
	5 447

	
	利润总额/万元
	448
	69
	183
	2 394

	
	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人年
	20 640
	3 982
	6 788
	14 001

	
	R&D经费内部支出/元
	1 366 901
	253 854
	346 047
	1 085 931

	
	R&D经费外部支出/元
	166 404
	71 964
	17 756
	193 420

	
	专利申请数/件
	11 053
	2 754
	4 860
	2 557

	
	有效发明专利数/件
	27 009
	12 588
	5 996
	7 456

	
	新产品开发项目数/项
	5 223
	642
	4 330
	4 876

	
	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元
	2 236 592
	468 877
	655 908
	1 682 413

	
	新产品销售收入/元
	32 515 348
	6 925 812
	3 599 714
	31 274 836

	珠三角
	有R&D活动的企业数/个
	4 947
	732
	921
	388

	
	营业收入/万元
	43 935
	5 547
	2 317
	1 897

	
	利润总额/万元
	3 107
	269
	305
	424

	
	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人年
	285 209
	19 353
	20 072
	11 601

	
	R&D经费内部支出/元
	13 872 350
	830 484
	772 830
	803 539

	
	R&D经费外部支出/元
	3 468 127
	47 650
	46 685
	308 568

	
	专利申请数/件
	118 651
	9 962
	15 381
	2 983

	
	有效发明专利数/件
	286 938
	15 277
	13 827
	7 075

	
	新产品开发项目数/项
	43 283
	6 696
	8 867
	4 783

	
	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元
	21 834 582
	1 293 795
	1 449 982
	977 242

	
	新产品销售收入/元
	215 484 312
	14 915 086
	8430699
	6834604

	长三角
	有R&D活动的企业数/个
	4 713
	395
	2 345
	1 424

	
	营业收入/万元
	36 450
	9 112
	6 315
	7 580

	
	利润总额/万元
	2 382
	158
	804
	1 279

	
	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人年
	206 567
	29 183
	61 001
	48 903

	
	R&D经费内部支出/元
	10 903 104
	975 551
	2 281 743
	3 599 826

	
	R&D经费外部支出/元
	561 167
	92 237
	164 341
	559 483

	
	专利申请数/件
	74 690
	4 824
	27 231
	10 287

	
	有效发明专利数/件
	98 628
	6 033
	29 233
	18 516

	
	新产品开发项目数/项
	32 261
	3 225
	17 440
	13 815

	
	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元
	13 418 245
	1 192 353
	3 097 286
	4 159 540

	
	新产品销售收入/元
	149 528 302
	42 073 388
	22 748 288
	30 247 386


4.2  效率分析
按行业看，京津冀地区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综合效率为0.8943，长三角地区为0.963，珠三角地区为0.976，拆分成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来看，3个地区平均规模效应差距较小，从综合效率视角来看，京津冀地区较低，主要原因是该地区纯技术效率过低，即京津冀地区技术水平较其他两个地区而言比较落后，科技资源使用效率有待提高。
表 4   2010－2021年中国三大城市群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比较
	年份
	地区
	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综合效率
	有效性

	2010
	京津冀
	1.000
	1.000
	1.000
	DEA强有效

	
	长三角
	1.000
	1.000
	1.000
	DEA强有效

	
	珠三角
	1.000
	1.000
	1.000
	DEA强有效

	[bookmark: _Hlk140505861]2011
	京津冀
	0.753
	0.997
	0.751
	非DEA有效

	
	长三角
	1.000
	1.0001
	1.000
	DEA强有效

	
	珠三角
	1.000
	1.000
	1.000
	DEA强有效

	2012
	京津冀
	0.983
	0.976
	0.959
	DEA强有效

	
	长三角
	1.000
	1.000
	1.000
	DEA强有效

	
	珠三角
	0.882
	0.994
	0.877
	非DEA有效

	2013
	京津冀
	1.000
	1.000
	1.000
	DEA强有效

	
	长三角
	0.802
	0.994
	0.797
	非DEA有效

	
	珠三角
	1.000
	0.983
	0.983
	非DEA有效

	2014
	京津冀
	1.000
	1.000
	1.000
	DEA强有效

	
	长三角
	0.948
	0.997
	0.945
	非DEA有效

	
	珠三角
	0.881
	0.993
	0.875
	非DEA有效

	2015
	京津冀
	1.000
	0.969
	0.969
	非DEA有效

	
	长三角
	1.000
	1.000
	1.000
	DEA强有效

	
	珠三角
	1.000
	1.000
	1.000
	DEA强有效

	2016
	京津冀
	0.826
	0.997
	0.823
	非DEA有效

	
	长三角
	1.000
	1.000
	1.000
	DEA强有效

	
	珠三角
	1.000
	1.000
	1.000
	DEA强有效

	2018
	京津冀
	0.659
	0.978
	0.645
	非DEA有效

	
	长三角
	1.000
	1.000
	1.000
	DEA强有效

	
	珠三角
	1.000
	1.000
	1.000
	DEA强有效

	2019
	京津冀
	0.700
	0.985
	0.69
	非DEA有效

	
	长三角
	1.000
	1.000
	1.000
	DEA强有效

	
	珠三角
	1.000
	1.000
	1.000
	DEA强有效

	2020
	京津冀
	1.000
	1.000
	1.000
	DEA强有效

	
	长三角
	0.868
	0.983
	0.854
	非DEA有效

	
	珠三角
	1.000
	1.000
	1.000
	非DEA有效

	2021
	京津冀
	1.000 
	1.000 
	1.000
	DEA强有效

	
	长三角
	1.000
	1.000
	1.000
	DEA强有效

	
	珠三角
	1.000
	1.000
	1.000
	DEA强有效

	平均值
	京津冀
	0.902
	0.991 
	0.894 
	——

	
	长三角
	0.965 
	0.998 
	0.963 
	——

	
	珠三角
	0.979 
	0.997 
	0.976 
	——


关于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京津冀地区技术效率、规模效应和综合效率分别为0.970、0.939和0.914，长三角地区科技资源效率良好，技术效率、规模效应和综合效率分别为0.949、0.934、0.885，珠三角地区科技资源效率良好，技术效率、规模效应和综合效率分别为0.915、0.946、0.867，京津冀地区的均值显著高于长三角与珠三角，可见京津冀地区在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对科技资源的协调程度较好，投入产出率较高。

表 5   2010－2021年中国三大城市群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横向比较
	年份
	地区
	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综合效率
	有效性

	2010
	京津冀
	1.000
	0.703
	0.703
	非DEA有效

	
	长三角
	1.000
	1.000
	1.000
	DEA强有效

	
	珠三角
	1.000
	1.000
	1.000
	DEA强有效

	2011
	京津冀
	1.000
	1.000
	1.000
	DEA强有效

	
	长三角
	0.783
	0.919
	0.720
	非DEA有效

	
	珠三角
	1.000
	1.000
	1.000
	DEA强有效

	2012
	京津冀
	0.831
	0.722
	0.600
	非DEA有效

	
	长三角
	0.875
	0.940
	0.823
	非DEA有效

	
	珠三角
	0.862
	0.960
	0.828
	非DEA有效

	2013
	京津冀
	1.000
	1.000
	1.000
	DEA强有效

	
	长三角
	1.000
	1.000
	1.000
	DEA强有效

	
	珠三角
	0.959
	0.885
	0.849
	非DEA有效

	2014
	京津冀
	1.000
	1.000
	1.000
	DEA强有效

	
	长三角
	1.000
	0.837
	0.837
	非DEA有效

	
	珠三角
	0.986
	0.934
	0.921
	非DEA有效

	2015
	京津冀
	1.000
	1.000
	1.000
	DEA强有效

	
	长三角
	1.000
	1.000
	1.000
	DEA强有效

	
	珠三角
	1.000
	0.997
	0.997
	非DEA有效

	2016
	京津冀
	1.000
	1.000
	1.000
	DEA强有效

	
	长三角
	0.982
	0.826
	0.811
	非DEA有效

	
	珠三角
	1.000
	1.000
	1.000
	DEA强有效

	2018
	京津冀
	1.000
	1.000
	1.000
	DEA强有效

	
	长三角
	0.795
	0.958
	0.762
	非DEA有效

	
	珠三角
	0.843
	0.785
	0.662
	非DEA有效

	2019
	京津冀
	0.841
	0.996
	0.837
	非DEA有效

	
	长三角
	1.000
	0.926
	0.926
	非DEA有效

	
	珠三角
	0.744
	0.916
	0.681
	非DEA有效

	2020
	京津冀
	1.000
	0.993
	0.993
	非DEA有效

	
	长三角
	0.998
	0.938
	0.935
	非DEA有效

	
	珠三角
	0.665
	0.987
	0.657
	非DEA有效

	2021
	京津冀
	1.000
	0.915
	0.915
	非DEA有效

	
	长三角
	1.000
	0.924
	0.924
	非DEA有效

	
	珠三角
	1.000
	0.937
	0.937
	非DEA有效

	平均值
	京津冀
	0.970
	0.939
	0.914
	

	
	长三角
	0.949
	0.934 
	0.885 
	

	
	珠三角
	0.915 
	0.946
	0.867
	


聚焦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京津冀地区技术效率、规模效应和综合效率的平均值分别为0.9072、0.922、0.840，长三角地区技术效率、规模效应和综合效率的平均值分别为0.976、0.995、0.971，珠三角地区技术效率、规模效应和综合效率分别为0.9356、0.983、0.920，长三角地区科技资源效率良好，均值显著高于京津冀与珠三角，可见长三角地区在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对科技资源的协调程度较好，投入产出率较高。
表 6 2010－2021年中国三大城市群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比较
	年份
	地区
	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综合效率
	有效性

	2010
	京津冀
	1.000
	1.000
	1.000
	DEA强有效

	
	长三角
	1.000
	1.000
	1.000
	DEA强有效

	
	珠三角
	1.000
	0.899
	0.899
	非DEA有效

	2011
	京津冀
	1.000
	1.000
	1.000
	DEA强有效

	
	长三角
	1.000
	1.000
	1.000
	DEA强有效

	
	珠三角
	1.000
	1.000
	1.000
	DEA强有效

	2012
	京津冀
	0.934
	0.907
	0.847
	非DEA有效

	
	长三角
	0.885
	0.985
	0.872
	非DEA有效

	
	珠三角
	0.764
	0.991
	0.757
	非DEA有效

	2013
	京津冀
	0.932
	0.790
	0.736
	非DEA有效

	
	长三角
	0.923
	0.996
	0.919
	非DEA有效

	
	珠三角
	1.000
	1.000
	1.000
	DEA强有效

	2014
	京津冀
	0.775
	0.812
	0.629
	非DEA有效

	
	长三角
	1.000
	1.000
	1.000
	DEA强有效

	
	珠三角
	1.000
	1.000
	1.000
	非DEA有效

	2015
	京津冀
	0.684
	0.853
	0.583
	非DEA有效

	
	长三角
	0.924
	0.989
	0.914
	非DEA有效

	
	珠三角
	0.793
	0.971
	0.769
	非DEA有效

	2016
	京津冀
	1.000
	0.907
	0.907
	非DEA有效

	
	长三角
	1.000
	1.000
	1.000
	DEA强有效

	
	珠三角
	0.899
	0.986
	0.886
	非DEA有效

	2018
	京津冀
	0.965
	0.957
	0.923
	DEA强有效

	
	长三角
	1.000
	0.978
	0.978
	非DEA有效

	
	珠三角
	0.857
	0.996
	0.853
	非DEA有效

	2019
	京津冀
	0.765
	0.982
	0.751
	非DEA有效

	
	长三角
	1.000
	1.000
	1.000
	DEA强有效

	
	珠三角
	0.980
	0.973
	0.954
	非DEA有效

	2020
	京津冀
	0.924
	0.937
	0.866
	非DEA有效

	
	长三角
	1.000
	1.000
	1.000
	DEA强有效

	
	珠三角
	1.000
	1.000
	1.000
	DEA强有效

	2021
	京津冀
	1.000
	1.000
	1.000
	DEA强有效

	
	长三角
	1.000
	1.000
	1.000
	DEA强有效

	
	珠三角
	1.000
	1.000
	1.000
	DEA强有效

	平均值
	京津冀
	0.907
	0.922
	0.840
	

	
	长三角
	0.976
	0.995
	0.971
	

	
	珠三角
	0.936
	0.983
	0.920
	



医药制造行业，京津冀地区技术效率、规模效应和综合效率分别为0.999、0.951、0.950，长三角地区技术效率、规模效应和综合效率分别为0.957、0.965、0.924，珠三角地区技术效率、规模效应和综合效率分别为0.911、0.951、0.870，京津冀地区科技资源效率良好，均值显著高于长三角与珠三角，可见京津冀地区在医药制造行业对科技资源的协调程度较好，投入产出率较高。

[bookmark: _Hlk141352122]【按照表6修改：1.修改“1”为“1.000”以保持表中数据的小数点位数的统一；2.删除多余线条】
表 7   2010-2021年三大城市群医药制造行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横向比较
	年份
	地区
	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综合效率
	有效性

	2010
	京津冀
	1
	1
	1
	DEA强有效

	
	长三角
	1
	1
	1
	DEA强有效

	
	珠三角
	1
	1
	1
	DEA强有效

	2011
	京津冀
	1
	0.916
	0.916
	非DEA有效

	
	长三角
	0.825
	0.907
	0.749
	非DEA有效

	
	珠三角
	0.967
	0.879
	0.851
	非DEA有效

	2012
	京津冀
	1
	0.961
	0.961
	非DEA有效

	
	长三角
	0.792
	0.944
	0.748
	非DEA有效

	
	珠三角
	0.764
	0.875
	0.668
	非DEA有效

	2013
	京津冀
	0.986
	0.916
	0.903
	非DEA有效

	
	长三角
	0.965
	0.897
	0.866
	非DEA有效

	
	珠三角
	0.804
	0.875
	0.704
	非DEA有效

	2014
	京津冀
	1
	0.791
	0.791
	非DEA有效

	
	长三角
	1
	0.899
	0.899
	非DEA有效

	
	珠三角
	0.759
	0.913
	0.693
	非DEA有效

	2015
	京津冀
	1
	0.879
	0.879
	非DEA有效

	
	长三角
	1
	1
	1
	DEA强有效

	
	珠三角
	1
	0.95
	0.95
	非DEA有效

	2016
	京津冀
	1
	0.996
	0.996
	非DEA有效

	
	长三角
	1
	0.97
	0.97
	非DEA有效

	
	珠三角
	0.823
	0.994
	0.818
	非DEA有效

	2018
	京津冀
	1
	1
	1
	DEA强有效

	
	长三角
	1
	1
	1
	DEA强有效

	
	珠三角
	0.961
	0.986
	0.948
	非DEA有效

	2019
	京津冀
	1
	1
	1
	DEA强有效

	
	长三角
	0.995
	0.999
	0.994
	非DEA有效

	
	珠三角
	1
	1
	1
	DEA强有效

	2020
	京津冀
	1
	1
	1
	DEA强有效

	
	长三角
	0.945
	0.994
	0.94
	非DEA有效

	
	珠三角
	0.945
	0.990
	0.935
	非DEA有效

	2021
	京津冀
	1
	1
	1
	DEA强有效

	
	长三角
	1
	1
	1
	DEA强有效

	
	珠三角
	1
	1
	1
	DEA强有效

	平均值
	京津冀
	0.9987 
	0.9508 
	0.9496 
	——

	
	长三角
	0.9565
	0.9645
	0.9242 
	——

	
	珠三角
	0.9112 
	0.9511 
	0.8697 
	——


将京津冀地区、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横向对比来看，在样本区间内，京津冀地区科技资源利用效率总体高于其他两个地区，但存在明显的行业分化。四大高技术产业中，京津冀地区在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和医药制造行业的科技资源使用效率方面具有绝对优势，而在其他两个行业的效率在三地区中效率最低。这种行业分化可能是由特定行业的在不同地区形成集聚，在新产品销售、出口等科研产出方面形成了规模效应导致的结果。四大产业在三大城市群的分布不均很可能导致资源效率分化进一步产生。
【图2:1. 正文中补充关于图2的引入性文字，比如：具体表述如图2所示；2.请补标横坐标标目，标目的位置和方向改按本刊规范要求执行。即横坐标标目置于坐标轴下方左右居中，注意纵坐标的表述不加粗；3.图中涉及数字采用三位分节法进行相关的表示，如0.9633应为0.963 3】

图 2   2010－2021年中国中国三大城市群四大高技术产业效益对比
4.3  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便于进一步分析影响城市群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本文以京津冀地区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为例，运用测算出的DEA综合效率指数作为因变量，各影响因素作为解释变量，用Stata构建Tobit模型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
【表8:1.百分号不作为单位，若是表格中的数据为带百分号的数字，请直接将百分号标注在数字之后；2.注意合并相关的单元格，若括号内为相关数据的下标注，请合并单元格。】
表 8   京津冀高技术产业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
	医药制造行业

	
	
	
	
	

	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
	2.407***
	−1.243
	−2.205*
	−0.160

	
	(4.85)
	(−0.70)
	(−2.18)
	(−0.34)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
	−27.955***
	11.526
	16.288
	1.343

	
	(−6.57)
	(0.76)
	(1.88)
	(0.33)

	进出口总额占GDP比例(%)
	−2.552***
	−0.089
	1.129*
	0.208

	
	(−9.32)
	(−0.09)
	(2.02)
	(0.79)

	政府科技投入占政府财政支出比例(%)
	6.612***
	−1.156
	12.674***
	4.482**

	
	(5.46)
	(−0.27)
	(5.12)
	(3.84)

	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
	35.337***
	7.741
	−35.634**
	−17.343**

	
	(6.50)
	(0.40)
	(−3.21)
	(−3.31)

	万人高等院校在校人数
	<0.001
	<0.001
	<0.001
	<0.001

	
	(4.80)
	(−0.70)
	(3.92)
	(2.39)

	
	
	
	
	

	常量
	20.953***
	−2.142
	−21.384**
	−5.005

	
	(7.26)
	(−0.21)
	(−3.63)
	(−1.80)

	
	
	
	
	

	观察值
	11
	11
	11
	11


注：1）***、**、*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2）括号内数值表示模型中每个变量的显著性程度和精度。
总体来看，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比例对4个高技术产业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没有显著的影响，代表地方教育水平的在校学生数量有统计上显著的影响，但经济意义上影响不大。而产业结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作用比较显著。
上述影响因素对不同行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是不同的。对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而言，产业结构调整和地区开放水平对资源配置效率有显著的影响，地方经济水平对其中3个产业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都显著为正。具体分析如下：
（1）产业结构调整对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整体效率影响显著为负。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和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这两个指标反映的是区域经济产业构成。回归结果表明，在第三产业增加值相较于第二产业较大时，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整体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较低，该结果是符合预期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相较于其他高技术产业，对技术和资本更为密集的第二产业依赖度较高，而京津冀的第三产业还停留在劳动密集的阶段，对该行业的需求较小，在经济资源由技术更密集的第二产业流出，转移到第三产业时，第二产业由于集聚产生的知识和资本溢出效应减弱，相应地出现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降低。
（2）区域开放程度对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影响为负，对其他3个高技术产业影响不显著。本文采取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代表地区开放程度，回归结果显示，开放程度对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影响为负，对其他3个行业没有显著影响。理论上看，地区开放程度越高，高技术产业面临的国际竞争就越激烈，从而促进科技资源流动，提高配置效率。而本文结果与之相反，有以下两个解释，第一，该结果说明京津冀地区进出口主要是国外的中间产品和设备，而忽略了对技术本身的引入。第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产业链条不完整，技术断层严重，国内企业选择以进口替代生产，导致科技资源投入产生冗余，阻碍科技资源有效配置。
（3）政府科技投入水平对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影响方向在行业间不同。政府科技投入水平对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为正，对医疗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影响显著为负。这一结果说明，政府投入在除了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其他3个高技术产业的效果不及预期。这一结果的原因是：第一，政府科学技术支出主要流向高校等科研院所，这类机构虽然是科技资源配置体系的重要主体，但是面临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低、周期长的特点，政府资金投入的效应滞后性较强，无法在短期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只有在积累到一定量以后，才能突破关键步骤，出现质的提升。第二，由于信息不对称，对于新兴行业，政府计划资金投入的方式效率较低。当科研课题和项目审批流程繁杂时，政府得到的信息可能落后于整个科技资源配置体系，政府科研投入出现冗余，导致大量科技资源浪费，比如大量科研项目重复立项、科研设备管理不科学导致共享率较低、科技资金监管不利等问题出现，其结果就表现为科技投入越大，科技资源效率越低。
（4）地区经济发展对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影响显著为正。回归结果显示，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呈现顺周期性，即在京津冀经济发展较好的年份，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较高。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与高技术产业相关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更加聚集，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趋于最大值时不存在要素投入方面的约束。另一方面，由于高技术产业投资风险较高，其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很大程度上依赖市场主体的风险态度，在经济比较景气的时期，市场主体对高技术产业的前景比较乐观，科技投入能够顺利转化成相应的产品，资源利用率较高；反之，在市场比较萧条时，科技成果转化受阻，大量科技资源闲置，科技资源配置综合效率较低。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资本投入、人才投入、物力投入、政府投入等4个投入指标和工业总产值、利润总额、专利申请数等3个产出指标，采用DEA方法，对2010－2021年京津冀以医药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产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进行测算，并与长三角和珠三角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京津冀高在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远超珠三角和长三角，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10年平均值都高于珠三角和长三角；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的资源利用效率高于京津冀城市群，有待通过政府合理布局和引导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影响因素方面，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发现以下规律：经济发展水平对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显著为正；产业结构调整和地区经济开放水平对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影响显著为负；政府投入对不同发展阶段的高技术产业资源配置效率影响方向不一致；最后，地方教育水平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不显著。

5.2  发展建议
参考前文研究所得结论，结合京津冀高技术产业发展实际，从宏观层面提出提升京津冀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相关建议：
[bookmark: _Hlk141108884]（1）持续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建立更加完整的产业链创新链。以高技术产业为主线，不断调整完善调整产业链和创新链，通过“两链”融合实现各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第一，城市群政府应当通过政策关联，理清地区产业地图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的基础上，围绕高技术产业上下游行业，提高地区产业链完整度，补齐高技术产业关键中枢节点，以高精尖产业为试点，探索推行城市群重点产业链“链长制”，以此来弥补对产业链发育和培育协调力度不足的问题。第二，明确不同产业的发展重点，精准施策，对发展阶段不同的产业给予差异化的扶持政策。第三，打通“双链”融合的通道，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科技资源重点投入到核心领域重点项目，利用科技创新解决产业领域的关键问题，同时强化产业链对科技成果落地的作用，为创新成果提供载体，提高科技产出效率。最后，强力推动高技术产业在区域集群发展，不断加强城市群中头部城市相关领域的技术成果向周边地区的比较优势行业部门扩散。
（2）深化区域高水平对外开放合作，转变技术引入模式。不断提高城市群对外开放水平，以大企业为抓手，通过技术引进不断获取创新要素。一方面，加快完善各区域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打造成为联系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平台，以高技术产业为重点，形成新型国际循环。另一方面，继续吸引高质量外商投资，强化外资企业对高技术产业技术的拉动作用，通过吸收引入的高端技术和管理经验，不断增强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
（3）重视高素质人才的引育留用，为高技术产业提供强大人才队伍支撑。在短期，提升地区对人才吸引力。第一，持续设立人才计划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为高技术人才提供科研经费、住房、子女教育等多方面物质支持和生活保障。第二，完善人才“双聘”政策，促进科技人才在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以及地区间的流动，鼓励科研人员在企业中开展应用创新活动，同时支持企业雇佣科技人才开展研究工作。在长期，多渠道培养科技人才。一方面通过提升高等教育体系质量、突出国家重点实验室等高水平研发平台功能，围绕地区产业发展规划，涵盖不同科学领域，鼓励跨学科交叉培养，推动科技创新在不同学科之间交叉融合，另一方面，注重职业教育培训，提高技术工人的科学素养，满足产业发展对技术人才的需要。
（4）加强科技金融资源整合，加大对高技术产业的资金支持。发挥政府作用，针对高技术产业加大资金投入。一方面，促进财政科技充分融合，强化政府投资性主体的使命担当，支持政府投资性主体更多投资高技术产业，为关键高技术产业提供资金支持，同时，不断提升政府投资性主体的专业化市场化水平，为高技术产业提供可持续的帮助。另一方面，政府设立重点产业引导基金发挥示范引领，以高技术产业作为引导基金投资方向目标和重点，大力引导社会资金流向高技术产业，扩大高技术产业的相对优势。
（5）不断完善科技成果产出评价体系。建立综合性科技成果产出评价体系，全面准确反映成果创新水平、转化应用绩效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贡献，着力强化成果高质量供给与转化应用。对政府投资性主体投资的科研项目，除了立项过程按照技术性、市场需求进行审查，还要注重对项目产出从原始创新能力、核心技术突破能力等方面综合考察，避免投入资金冗余、无效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于高技术产业中的底层技术研发项目，根据其周期长的特点，加强中长期评价，建立容错评价机制，明确容错免责的基本原则、具体情形和具体标准；建立容错评价小组及考核机制，形成统一思想、制定统一标准、达成统一理解，确保相关投资行为得到精准保障。
5.3研究展望
本研究以京津冀为重点研究对象，以长三角、珠三角为参照对象，以高技术产业的4个细分类别为抓手，探究了不同区域城市群科技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同时，探讨了京津冀城市群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相关影响因素，最终提出相关发展建议。一方面，本研究仅仅选取了高技术产业中的4个细分产业类别进行了数理统计意义上的实证分析，缺少对不同产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的深层次探讨，后续研究可以结合不同产业特点、发展阶段等进行颗粒度更细的研究。另一方面，本研究主要选取了科技资源相对比较集中的3个主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对科技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是否存在空间错配的讨论不足，后续可以进一步扩大研究的范畴和边界，如对全国19个城市群的高技术产业进行分析，探讨更广义的区域科技资源配置效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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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	医药制造行业	0.894272727272727	0.913454545454546	0.840181818181818	0.949636363636364	长三角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	医药制造行业	0.963272727272727	0.885272727272727	0.971181818181818	0.924181818181818	珠三角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	医药制造行业	0.975909090909091	0.866545454545454	0.919818181818182	0.869727272727273	
综合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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